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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契合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运用2000—2012年省级行政区际面板数据，对影响我国碳排放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对外贸易依存度、城市化水平、人口规模、经济结构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有显著正影响，但各自的影响系数由弱渐强；外商直接投资一定程度上能降低碳排放，但作用偏小且发生在当期；人均产出水平的提高并未带来二氧化碳排放的实质性减少，说明节能减排技术还没有在生产扩张过程中得到足够的重视；二氧化碳排放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受前期的影响很大且显著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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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main features of China’s current economy into consideration, the various driving factors of carbon emissions were analyzed with the provincial-level panel data of 2000-2012.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foreign trade dependence degree, urbanization rate, population, economic structure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China's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nd their influence coefficients changed from weak to strong.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could reduce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to some extent, but the effect was small and only occurred in current period. The output per capita did not bring substantial reductions to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which meaning that the energy-saving and emission-reducing technologies were not widely used in expansion process of production. The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was a continuous process, and the current emission was greatly impacted by the prior emission with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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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2006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64.15亿t，首次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2011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89.79亿t，占世界排放总量的26.4%[1]。与此同时，中国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2012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 1 132.94亿美元，累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已达12 761.08亿美元；2012年中国城市化率已达到52%。为消除经济疲软不断进行经济刺激，以及内外投资的增加和城市化率的提升，不可避免地导致我国能源消费增加。2010年，中国能源消费达到32.494亿t标准煤，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预计2035年中国能源消费将超美国68%[2]。过度的能源消耗不仅污染了环境，也给中国经济发展打上了“能源依赖”的烙印，增加了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与不可预测性。而作为《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国，我国承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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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单位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比2005年下降40%～50%，这又成为压在我们心头的一根红线。如果要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通过有效的政策指引促进减排目标的实现和经济的转型，就必须认清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现状，并对其影响因素展开系统研究。
1  文献综述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恶化已经成为了一个共同命题，对此学界展开了广泛研究。有研究认为，FDI是环境恶化的始作俑者，提出了“污染避难所”假说。Baumol[3]认为发展中国家环境意识不强、监管不力，以及对资金的渴求导致发达国家将污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成为外资热衷于投资于污染密集产业的理论基础。Peter等[4]对66个国家1980—1996年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得出了FDI对碳排放有正影响的结论。也有部分研究持不同观点，如Panayotou[5]首次提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简称EKC)以探讨对外贸易与环境的关系，认为对外贸易近期虽不利于环境，但长期来看有利于环境的改善；OECD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FDI对东道国的环境效应基本上是正的，FDI提高了东道国的环境质量；Zhou等[6]发现FDI与CO2排放之间存在显著的负效应，FDI能刺激企业技术创新，从而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Al-mulali等[7]认为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而FDI流入并未带来同样的影响。
部分研究认为城市化也是影响碳排放的重要因素，如Liddle等[8]对17个发达国家的研究表明城市化促进了碳排放，但效果并不显著；林伯强等[9]对中国的研究也表明城市化显著地促进碳排放；Martinez[10]研究了88个发展中国家城市化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发现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效应；Galeotti等[11]探讨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效应的转折点问题，发现在OECD国家，当收入超过16 587美元时会出现倒U型曲线的逆转；傅京燕等[12]研究了对外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运用1997—2008年数据和投入产出模型计算贸易内涵二氧化碳量，认为对外贸易虽然不利于我国碳总量减排，但有利于降低碳强度；马晓钰等[13]发现能源消费结构、城市化水平和产业结构是促进CO2 排放的重要因素，人均GDP 与人均CO2排放量呈倒U 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滞后一期的人均CO2 排放对当期人均CO2排放有显著正影响；孙欣等[14]的研究表明，长期内我国碳强度与第二产业比重、人均GDP、能源强度、对外贸易依存度、城镇化率等因素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第二产业比重、能源强度与城镇化率的影响为正，其他因素影响为负。
     在文献的梳理中，学者们丰富的研究成果为本研究的深入开展指明了方向，但如果能从中国当代经济的核心和本质入手，所获得的研究成果将更具现实意义，从而为政策实施提供更多理论支持。当今中国经济的本质主要体现有几个方面：一是FDI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许多行业如洗涤行业甚至出现外资占绝对优势之趋势；二是在内需不足、生产过剩的前提下，出口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内许多地区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严重偏高，形成了对出口的过渡依赖；三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在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仍将持续。可喜的是，许多研究都已经注意到这些方面，并从一个或两个方面展开研究，但全面系统研究还有待继续。本文的研究希望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
2  模型、变量与数据
2.1  模型建立
IPAT恒等式（I=PAT）最早由Ehrlich等[15]提出，成为研究能源经济和碳排放的重要方法。I(Impact)代表环境影响，P(Population)代表人口规模，A(Affluence)代表收入或者人均消费水平， T(technology)代表技术。在随后的研究中，York等[16]发现，由于该模型只是一个会计恒等式，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性，它只能衡量某一因素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对环境因素的等比例影响，无法通过各因素对环境影响的假设检验。为克服这一缺陷，Dieta等[17]将模型改为随机模式，称作STIRPAT模型(Stochastic Impacts by Regression on PAT)，模型方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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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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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口、收入和技术水平各自待估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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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随机扰动项。在STIRPAT模型基础上，可根据研究的需要，通过引入相关变量，分析这些变量对环境的影响。相关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依存度、城市化水平、人口规模、人均产出水平和经济结构是影响碳排放的重要因素。为避免异方差的影响，所有变量均对数化。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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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i为截面单位，即各省级行政区，t为时间，y为CO2排放数量，万t；x1是外商直接投资数据，以当年汇率转化为人民币，亿元；x2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元/人，以2000年不变价价格表示；x3是对外贸易依存度，%，用当地进出口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x4是城市化水平，%，用城市人口占年末人口比例来表示；x5是人口规模，万人；x6是经济结构，%，用第二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来表示。     
2.2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新中统计资料60年汇编》、《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级行政区的统计年鉴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时间跨度为2000—2012年，研究样本为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港澳台和西藏地区由于数据缺乏未纳入研究。对于碳排放量的测定是本文的关键，其准确与否关系到本文的基本结论。目前统计数据中并没有我国分地区的能源消费量统计，本文通过《中国能源统计年鉴》获得了分地区能源消费总量（万吨标准煤），根据IPCC(2006)提出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假定碳氧化因子为1，计算得出各地的二氧化碳排放数据。对于GDP数据，采用GDP指数，以2000年价格为不变价格计算；对于FDI数据，采用当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转化为人民币计算，为消除时间对价格因素的影响，用“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对于个别缺失数据，采用前后年平均得到。由于版面限制，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数据描述性统计
为便于对有关情况的了解，并对下文的计量分析提供感性认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很有必要。首先，我国环境污染情况（用y表示二氧化碳排放量），2000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0 000万t以上的地区有16个，其中10 000～20 000万t的地区10个，20 000～30 000万t的地区6个，40 000万t以上的地区没有。到2012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0 000万t以上的地区有28个，其中10 000～20 000万t的地区4个，20000～30 000万t的地区10个，30 000～40 000万t的地区2个，40 000万 t以上的地区12个。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样本数/个

	y/万t
	24 634.82
	100 348.4
	1 238.13
	18 064.83
	390

	x1/亿元
	279.85
	2 267.35
	1.27
	383.26
	390

	x2/(元/人)
	17 045.48
	68 009.72
	2 921.76
	12 181.03
	390

	x3/%
	32.83
	172.15
	3.57
	41.25
	390

	x4/%
	47.08
	89.3
	23.87
	16.64
	390

	x5/万人
	4 328.86
	10 594
	523
	2 616.7
	390

	x6/%
	46.14
	59.04
	19.73
	7.75
	390


注：表中为未自然对数化数据
总体看来，我国各地区情况差异较大。就二氧化碳排放量看，最大的是山东，2012年达到100 348.4万t，最小的是海南，2000年仅为1 238.13万t；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江苏达到2 267.35亿元，最小的新疆为1.27亿元；人均产出水平差别也很大，最大的上海为68 009.72元/人，最小的贵州为2 921.76元/人；对外贸易依存度最高是2006年的上海，为172.15%，最低的是2000年的河南，为3.57%；城市化水平最高的上海为89.3%，最低的贵州为23.87%；人口最多的是广东，为10 594万人，最少的是青海，为523万人；第二产业占比最大的是山西，为59.04%，最小的是海南，为19.73%。可见，不同地区的差别太大，为避免异方差的影响，我们对各变量数据取对数再进行实证研究①。
3.2  静态估计结果

我们进一步探讨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对于面板数据，有变截距、变系数和混合回归3种形式，需用F检验进行模型类型选择。经检验，变截距模型优于变系数模型，本文采用变截距模型。无论是变截距模型还是变系数模型，都有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之分，取舍标准为Houseman检验，现将固定效应、随机效应以及Houseman检验结果列于表2所示。所有估计结果由stata11完成。
           表2  二氧化碳排放的面板估计结果（因变量为y）
	类型
	x1
	 x2
	 x3
	x4 
	x5
	x6 
	-c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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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统计量
	方程

	固定效应
	-0.011 8 

(-1.2)

(***)
	0.696 9

(30.22)

(***)
	0.393 4

(2.18)

(**)
	0.149 5
 (3.82)

(***) 
	0.917 1

(8.41)

(***)
	0.652 7
(8.98)

(***)
	-7.379 9

(-7.71)

(***)
	0.955 4
	1 263.98
	（1）

	随机效应
	-0.020 2 
(-2)
(**)
	0.714 5
(33.18)

(***)
	0.008 9
(0.5)


	0.139 9
(3.47)

(***)
	0.812 9
(15.83) (***)
	0.685 9
(10.07) (***)
	-6.663 2

(-12.97)

(***)
	0.954 7
	7225.8
	（2）

	Houseman
检验
	Chi2(7)=33.32

P=0.000 0
	（3）


注：1）*、**、***的显著性水平味10%、5%、1%；2）括号内为t值（固定效应）、z值（随机效应）
Houseman检验的零假设是随机效应假设，p值为0拒绝了原假设，应该取固定效应。但随机效应的结果仍有助于我们对问题的认识。由表2可知，外商直接投资的存在可在一定的程度上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个单位，二氧化碳排放减少0.01个单位，而人均产出水平、外贸依存度、城市化水平、人口规模与经济结构都对二氧化碳排放产生了正的影响，影响系数为0.149 5～0.917 1，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外贸依存度为5%）。从影响系数的强度来看，人口和人均产出水平排在第一、二位，可见，人及人的生产活动仍是导致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原因。城市化的增加导致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增加了二氧化碳排放。许多地区的出口量非常大，进出口总额已经超过了当地的国民生产总值，形成了较强的出口路径依赖，一方面影响了环境，另一方面导致了经济的结构性矛盾。  
3.3  动态GMM估计
生产是连续的，路径依赖很强，技术创新也非一蹴而就，需要量的累积，进而才能有质的飞跃[18]。企业产出，除资本、劳动等必要投入要素外，还受到当地政治法律环境、市场成熟程度、人文社会环境等的影响，但制度环境因素最难加以量化，无法引入实证研究，为此，人们通常假设外在制度环境因素变化相对缓慢，而连续的生产都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制度环境因素也在每期起着差不多的作用，一个变通的做法就是通过产出的滞后变量来度量这些因素的影响[19]。滞后变量的引入导致解释变量与随机扰动项相关的可能性大大加强，产生了计量分析中的内生性问题。如果仍然采用传统的面板模型估计方法，无论是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都会产生估计参数的非一致性，从而扭曲变量的经济含义。广义矩（GMM）估计思想[20-22]能很好地解决估计不一致性问题，其具体做法是构建GMM估计方程组（同时含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工具变量矩阵，以解决弱工具变量问题。
表3  二氧化碳排放的动态两阶段GMM估计结果（因变量为y）

	变量
	（4）
	（5）
	（6）

	L1.(y)
	0.578 1 (***) 
	0.860 6(***) 
	0.840 8 (***) 

	L2.(y)
	
	-0.333 7(***)
	-0.331 2(***)

	x1
	-0.020 2(***)
	-0.010 9(***)
	 -0.011 6(***)

	L.(x1)
	
	
	 -0.003 7

	x2
	0.267 9(***)
	0.303 1(***)
	0.300 0(***)

	x3
	0.073 5(***) 
	0.021 9(***)
	0.022 2(***)

	x4
	-0.022 7
	0.083 4(***)
	0.09(***)

	x5
	0.181 0(***)
	0.350 9(***)
	0.347 9 (***)

	x6
	0.649 9 (***)
	0.415 9 (***)
	0.412 1 (***)

	-cons
	-2.349 7(***)
	-2.706 5(***)
	-2.713 7(***)

	方程Wald
	23 417.35(***)
	4 6 132.8(***)
	6 639.52 (***)

	Sargan
	1
	1
	1

	AR(1)
	0.031 4
	0.002 0
	0.001 7

	AR(2)
	0.202 4
	0.360 2
	0.383 6


注:1)L(n)代表n次滞后;2)工具变量的主要用有效性Sargan检验，其值为卡方分布下的p值;3)AR（1）、AR（2）代表一阶、二阶序列相关检验，其值为标准正态分布下的p值;4)*、**、***的显著性水平味10%、5%、1%
两阶段系统广义矩（Two-step System GMM）估计过程中，我们分别引入因变量的一阶、二阶滞后变量，外商直接投资一阶滞后的所有结果如表3所示。3个方程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Wald检验伴随概率即p值为0，表明模型整体设计合理，sargan检验p值均接近1，表明工具变量非常有效，AR（1）的值均小于0.05，AR（2）的值全部大于0.1，说明模型一阶残差序列相关，但二阶残差序列无关，因此可以进一步推断出原模型误差项无序列相关。
由表3可知：上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对当年二氧化碳排放影响很大，且其值显著为正，说明二氧化碳的排放是一个连续过程，排放的增减都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经过一定的努力才能完成。二氧化碳排放的二阶滞后显著为负也说明了这一点，这无疑预示着：面对日益增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开展节能减排的任务刻不容缓，任务尽管艰巨，但仍有可为。就外商直接投资（x1）的系数看来，3个方程的系数为-0.020 2～-0.010 9，系数为负表示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减少，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一单位，二氧化碳排放减少1%～2%；但一阶滞后不显著，说明外商直接投资的减排作用发生在当期且影响偏小。就人均产出来看，3个方程的系数全部为正且显著，说明人均产出的增加并非主要由节能减排技术的使用所导致。外贸易依存度的增加意味着当地外向性经济发达，进出口尤其是出口在当地占有重要的地位，典型的出口经济刺激了生产、鼓励了就业，但也影响了环境，加大了二氧化碳排放。由于城市与农村生活消费习惯的差别，城市化水平也影响到二氧化碳排放。一般说来，城市化水平的上升会导致能源消费的上升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方程（5）和（6）的系数显著为正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方程（4）的系数不显著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生产、生活都离不开人口，人口规模对二氧化碳排放有着显著的正影响，但就影响效果来看，从对外贸易依存度、城市化水平、人口规模、经济结构往下依次上升，而经济结构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则进一步说明以工业为主导的第二产业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
综上，静态与动态分析结果表明，二氧化碳排放受上年影响很大，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外商直接投资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二氧化碳排放的减少，但作用有限；对外贸易依存度、城市化水平、人口规模、经济结构比例或规模的上升都会导致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且影响效果从弱渐强；人均产出水平的提高并未带来二氧化碳排放的实质性减少，反而是增加了二氧化碳排放，说明节能减排技术还没有在生产扩张过程中得到足够的重视。
4  几点建议

第一，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进，应该把高效节能作为一个重要的考量指标。众所周知，西方国家由于严格的环境规制，倾向于把污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这种情况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为此，在加大监管力度的同时必须有意识地以政策优惠为导向，鼓励外资采用先进节能技术，扩大其节能减排的效果。
第二，加大内需、扩大消费，加快经济结构的转换可不容缓。外贸易依存度过高的经济绝对是一种非稳态的经济，也是非持续的经济，更不是一种健康的经济形态，加大内需、扩大消费，降低外贸易依存度，减少对国外市场的过渡依赖不仅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也有利于二氧化碳排放的减少。同时，经济结构的转换是一个多年的老命题，第二产业居高不下的格式仍然有待打破。

第三，直面城市化的趋势和人口规模过大的问题，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过程中，节能减排技术应该也必须成为首选。也只有这样，才能在产出增加的同时减少碳排放。
节能减排技术是一个世纪性的话题，也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上下齐心，高度重视，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注：

①由于版面原因，描述性统计结果未列入文中，有需要者可向作者函索。
致谢:本文得到江苏省高校优秀中青年教师和校长境外研修计划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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